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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建设现状及其干扰压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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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滨海湿地的资源及环境可持续发展, 沿海地区已经建立了众多的海洋特别保护区。本文通

过 GIS10.0、聚集度指数和景观发展指数等对中国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的建设、地理分布格局和干

扰压力等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 2005-2017 年是中国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的重要建设期。截止 2017

年底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已有 67 处, 形成了以国家级海洋公园为主体的管理体系。国家级海洋特别

保护区在中国沿海地区广泛建设布局, 但主要分布在山东、浙江和辽宁; 并在地理空间上高度聚集分

布, 聚集度指数为 0.43。中国南方沿海省区海洋特别保护区建设数量较少, 其对海岸线覆盖率较低。

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及其周边灯光指数(2005—2013 年)和景观发展指数(2005—2015 年)持续增长, 

人为干扰压力增强。但海洋特别保护区的设立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其内部干扰压力的增强速度, 可能加

剧了其边缘的人类活动和景观发展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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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与森林、海洋同为全球三大生态系统之一, 

为种类繁多、数量庞大的野生动植物提供了适宜生

境, 并为人类提供了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1-2]。由于滨

海湿地位于海陆交错地区, 是我国东部沿海地区重要

的生态屏障和区域生态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3-4]。同

时 , 滨海湿地受到陆地和海洋环境的双重影响 , 属

于最为脆弱的生态系统类型之一[5-6]。滨海湿地正面

临着环境污染加重、生态系统退化和资源利用过度

等诸多制约我国沿海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

重大问题[7-9]。其保护管理成为关系到人类生产生活、

国家生态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10-11]。 

目前 , 我国在沿海地区已经建设了众多的自然

保护区、海洋特别保护区和湿地公园等[12-13]。其中, 

海洋特别保护区已经成为滨海湿地和海洋开展保

护、利用的重要形式之一,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湿

地保护修复制度方案》也将其列为我国湿地保护的

主要形式之一[14]。但是海洋特别保护区与自然保护

区、湿地公园等也具有明显区别。海洋特别保护区

更侧重于海洋资源的综合开发与可持续利用, 保护

是资源及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手段[15-16]。自然保护地

保护和管理成效评估已经成为自然保护学研究的热

点之一[17]。而且自然保护区、海洋特别保护区等仍

存在不同程度的人类活动, 在局部出现了建设用地

扩张、湿地退化等负面影响[18-19]。近些年国内外研

究人员对已建的自然保护地网络和单个自然保护地

等的保护成效和人为干扰等分别开展了大量研究工

作[20-22]。局部地区人为干扰强度缓慢增加, 其对自然

保护地内景观、植被和动植物生境等均造成了不利

影响[23-24]。景观和植被等动态变化也已经应用到了

森林、草原等生态系统的保护成效评估中[25-26]。目

前, 海洋特别保护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管理对策、生

态环境状况、生物多样性等方面, 其建设进展、人为

干扰评估等研究工作仍较为欠缺。 

1  数据来源与处理 

1.1  数据来源 

(1) 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数据主要来源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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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海洋局(现自然资源部)公布的名录 , 并从不同省

份海洋主管部门网站的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公示

材料等途径获取信息, 建立了基础数据库。但未包括

港澳台地区的数据。 

(2) 其他数据。中国各省区行政边界矢量数据来

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

(http: //bzdt.nasg.gov.cn/)。本文所指海岸线为标准地

图的陆地与海洋边界线。2005、2010 和 2015 年的土

地利用现状, 以及 2005—2013 年灯光指数的栅格空

间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

(http: //www.resdc.cn), 数据精度为 1km×1km。灯光

指数来源于美国国防气象卫星计划 Defense Meteoro-

logical Satellite Program(DMSP)的线性扫描业务系统

Operational Linescan System(OLS), DMSP/OLS 传感器

在夜间工作, 能探测到城市灯光甚至小规模居民地、车

流等发出的低强度灯光, 并使之区别于黑暗的乡村背景, 

因此其夜间灯光影像可作为人类活动的表征, 成为了人

类活动监测研究的良好数据源(http: // www.resdc.cn)。 

1.2  处理方法 

(1) 根据其功能分区图、坐标信息和 Google 

Earth 影像等, 得到了 67 处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的

面状和点状分布要素, 建立空间分布数据库。同时建

立包括名称、所属省、总面积、建立时间、功能分

区等信息的属性库, 并进行初步统计。通过国家级海

洋特别保护区与陆地与海洋边界线的交叉分析, 计

算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对海岸线的覆盖率。 

(2) 依据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的空间分布数

据对其空间分布格局进行分析。本研究基于评价收

入差异的基尼(Gini)系数, 构建了评价地理空间分布

聚集程度的聚集度指数[13, 27]。计算公式如下:  
1

1

1
1 2 1

n

i
i

E w
n





 
   

 
 ,           (1) 

其中, wi代表按照保护比例从小到大顺序第 1 个省份

到第 i 个省份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累计保护比例

之和占所有省份累计保护比例总和的比重, n代表参

与计算的省份数量。理论上, 聚集度指数介于 0 到 1

之间; 指数越大, 其在空间分布中的集中程度越高, 

其均衡度越低。其中, E=0.3 常常作为聚集度指数重

要的临界值, E>0.3 表示其空间分布相对不均衡。 

(3) 利用 ArcGIS 10.0 中的 Spatial Analyst Tools

中 Kernel Density 工具, 估计我国国家级海洋特别保

护区核密度空间分布格局, 搜索半径为 1 个经纬度。 

(4) 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干扰压力评估选择

灯光指数和景观发展指数作为评价指标, 并将海洋

特别保护区内部以及外围 0~10 km、10~20 km、20~ 

30 km 三个范围分别作为评估范围 , 比较 2005—

2015 年景观发展指数和 2005—2013 年灯光指数的变

化趋势。景观发展指数通过土地利用格局计算得到[28], 

计算公式如下:  

totalLDI %LU LDIi i  ,        (2) 

其中, LDItotal 为景观发展指数, 代表整体景观发展强

度, %LUi为景观类型 i占景观总面积的百分比, LDIi

是土地利用类型 i的景观发展强度系数, 见表 1。 

 
表 1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景观发展强度系数 
Tab. 1  Landscape development intensity coefficient of 

different land cover types 

土地利用类型 景观发展强度系数 

有林地, 滩涂, 滩地, 沼泽地, 

湖泊, 河渠, 海洋 
1 

灌木林, 疏林地, 其他林地 1.58 

沙地, 戈壁, 盐碱地 1.83 

草地 3.41 

水库坑塘 4.37 

耕地 7 

其他建设用地 8.32 

农村居民点 8.66 

城镇用地 9.42 
 

2  结果与分析 

2.1  主要类型组成 

1982 年,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

中, 首次明确规定了可以根据海洋环境保护的需要

建立海洋特别保护区。但在此后 20 余年间, 我国并

未批准设立任何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 仅有山东

庙岛群岛和广西钦州湾经过了省、国家两级评审, 但

未能获批。2005 年, 原国家海洋局(现“自然资源部”)

批准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 即

浙江乐清西门岛海洋特别保护区。随后, 我国国家级

海洋特别保护区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平稳增长 , 到

2010 年已有 16 处, 面积约 3 300 km2。此后, 国家级

海洋特别保护区的建设发展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 , 

并逐渐在山东半岛沿海形成高密度分布区。而伴随

着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的建设, 国家海洋公园的

数量和面积持续快速增长, 逐渐成为了海洋特别保

护区主体组成部分, 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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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的面积和数量增长趋势 

Fig. 1  Increase in the number and area of national special marine reserves in China 

 
目前 , 我国已批准建立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

区 67 个 , 从东北辽宁沿海直到西南广西沿海均有

分布, 其包括了海洋公园、海洋生态保护区和海洋

资源保护区三种类型。其中, 已建的国家级海洋公

园所占比例最高, 占其总数量的 71.64%、总面积的

72.35%。而其他两种类型所占比例均很少 , 特别是

海洋资源保护区仅有 2 处 , 见表 2。而海洋公园属

于海洋特别保护区的一种类型 , 为保护海洋生态

系统、自然文化景观 , 发挥其生态旅游功能所划定

的特殊区域。  

 
表 2  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类型组成 
Tab. 2  Composition of national special marine reserves according to reserve type  

类型 数量 数量占比/% 面积 面积占比/% 

海洋公园 48 71.64 5 267.19 72.35 

海洋生态保护区 17 25.37 1 983.23 27.24 

海洋资源保护区 2 2.99 29.79 0.41 

合计 67 100.00 7 280.21 100.00 

 

2.2  各省建设现状 

我国沿海很多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开始了国

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建设工作, 但是各省区差异较

大, 见图 2。其中, 山东省是我国国家级海洋特别保

护区建设最为积极的省区, 其数量达到了 28 个, 占

总数的 40%以上。而且同样为渤海沿海的辽宁省国

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数量较多, 仅次于山东。但是国

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建设面积最大的省区依次为山

东、浙江和辽宁, 其面积均超过了 1 400 km2。此外, 

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对海岸线的覆盖率最高的省

区也是山东、辽宁和浙江, 其海岸线的覆盖率分别

为 11.05%、9.33%和 4.85%, 见表 3。目前仅有上海

没有批复建设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 但是绝大部

分省区(72.73%)的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对海岸线

的覆盖率均低于 2%。同时我国南方具有广阔海域的

广西、海南和广东等省区海洋特别保护区数量较少, 

其对海岸线的覆盖率低。 

2.3  空间分布格局 

我国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在地理空间上分布

极不均衡, 在局部高密度聚集。结果表明, 国家级海

洋特别保护区的聚集度指数为 0.43, 超过了 0.30, 其

在地理空间上呈明显聚集分布特征。核密度分析表

明, 我国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建设的高密度热点区

域为渤海和黄海沿岸的山东半岛沿海地区, 见图 3。

而在其他沿海地区零散分布, 在主要都市圈周边少

量聚集。而对我国海域而言, 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

主要位于渤海沿岸和东海沿岸, 以及黄海北部沿岸。

但在我国的黄海南部和南海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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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较少, 存在很大的建设发展空间。 

 

图 2  各省区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建设现状 

Fig. 2  Establishment of national special marine reserves in 
each coastal province 

 
表 3  各省区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对海岸线的覆盖率 
Tab. 3  Coverage rate of coastline by national special 

marine reserves in different provinces 

省区 海岸线的覆盖率/% 

天津 0.00 

河北 0.33 

辽宁 9.33 

上海 0.00 

江苏 1.79 

浙江 4.85 

福建 1.88 

山东 11.05 

广东 0.78 

广西 0.00 

海南 1.46 
 

2.4  人类活动压力分析 

2005—2013 年, 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周边的

灯光指数均呈持续增长趋势, 见图 4。而且在国家级

海洋特别保护区外围 20~30 km, 2005—2013 年灯光

指数增长幅度逐渐放缓。但是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

区内的灯光指数早期不断增长, 而后小幅度下降。而

且其灯光指数增长幅度最低, 只有 2.09, 远低于国

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外围。相对于周边区域而言 , 

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建设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灯光

指数的增长趋势 , 但是其周边的灯光指数快速提

高。而且 2005—2013 年, 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内

的灯光指数仍然在波动增长中。此外 , 2005—2013

年每个时间点灯光指数的空间分布格局均表现了一

定的规律, 其从高到低依次为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

区外围 0~10 km、10~20 km、20~30 km 和国家级海

洋特别保护区内。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边缘具有

最高的灯光指数。 

 

图 3  中国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核密度(审图号

GS(2016)2893) 
Fig. 3  Kernel density of national special marine reserves in 

China (Examination No. GS(2016)2893) 

 

图 4  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及其外围的灯光指数变化 

Fig. 4  Changes in the light index in and around national 
special marine reserves 

 

2.5  景观发展压力分析 

结果表明, 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周边的景观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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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强度显著高于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内, 见图 5。但

是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外围 0~10 km 和 10~20 km

范围的景观发展强度要明显高于国家级海洋特别保

护区外围 20~30 km。在距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越

近的区域具有越高的景观发展强度, 国家级海洋特

别保护区的景观发展压力就越强。而 2005—2015 年, 

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外围的景观发展强度在逐渐

增强, 其景观发展指数持续增高。其中, 2010—2015

年间景观发展指数增长更为明显。但是在国家级海

洋特别保护区内的景观发展指数变化趋势不明显 , 

先减小后又增加, 在整体上略微增高。此外, 近十年

海洋特别保护区内外的景观发展强度差异在不断扩

大, 海洋特别保护区边缘景观格局的改变正在给其

带来更大的景观发展压力。 

 

图 5  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及其外围的景观发展指数

变化 

Fig. 5  Changes in the landscape development index in and 
around national special marine reserves 

 

3  结论与讨论 

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作为一种重要的滨海湿

地保护和海洋资源合理利用形式, 已经在我国沿海

地区有了广泛的建设布局。海洋特别保护区的建设

不仅对我国的滨海湿地进行了保护, 同时促进了我

国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管理[16, 19]。这些国家级海

洋特别保护区均设立在 2005 年以后, 虽然 1982 年我

国政府已经将海洋特别保护区的建设作为海洋环境

保护的重要手段之一, 但其长期处于探索建设期。而

《海洋特别保护区管理办法》等相关建设和管理文

件的实施加快了我国沿海各省区海洋特别保护区的

建设步伐, 对其规范化发展发挥着关键作用。其中, 

海洋公园已经成为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建设的主

要类型, 在推动我国海洋生态旅游发展方面发挥着

主导作用[29]。但是目前公众对国家级海洋公园和海

洋特别保护区的概念、特征和管理目的等认知仍然

存在不足, 甚至错误[30]。在新的历史时期, 国家级海

洋特别保护区已经被明确纳入我国的自然保护地体

系, 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统一管理。国家林业和草原

局应尽快理顺我国各类自然保护地关系, 明确其特

征和管理目标等, 提出海洋类自然保护地分类的具

体标准, 与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和自然公园的分类

体系相协调, 在南海、黄海等有条件的海洋与海岸区

域开展国家公园试点建设。 

同时 , 我国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的建设布局

在地理空间上存在很大的差异。其中, 山东、辽宁和

浙江是我国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建设规模最大的

省区, 其累计数量占到了总数的 67.16%。而不同省

区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对海岸线的覆盖率也具有

相似的规律, 但是部分省区的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

区仅分布于开阔的海洋区域, 所以其对海岸线的覆

盖率为零。而且其在地理空间上呈明显聚集分布特

征 , 聚集度指数为 0.43, 主要集中在山东半岛沿海

地区。目前, 我国南方沿海很多省区海洋特别保护区

建设数量不足, 其对海岸线的覆盖率较低。而且在我

国的海洋类型自然保护地数量较少, 很多研究表明在

海洋物种保护方面我国仍然存在很多保护空缺[31]。未

来亟需整合已建海洋特别保护区、海洋与海岸类型

自然保护区等, 开展海洋类型自然保护地体系的优

化布局。 

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的设立已经在我国滨海

湿地保护管理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近十年来, 

其仍然面临着人口扩张、经济社会发展、自然景观

衰退等多方面的人为干扰压力。这些干扰压力主要

表现在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内及其周边灯光指数

和景观发展指数的持续增长。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

区的建设减缓了内部灯光指数和景观发展指数的增

长趋势, 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其内部干扰压力的增强

速度。但是其并没有遏制经济社会发展和景观格局

变化所带来的干扰压力。而且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

区边缘往往具有最高的灯光指数和景观发展指数 , 

其可能面临着更为严重的人类活动和景观发展压

力。这种现象进一步验证了自然保护地建设所存在

的“溢出”效应理论, 即自然保护地建设可能会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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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的人类活动增多、生境退化加剧[32]。 

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内灯光指数和景观发展

指数的变化趋势并不一致, 即景观发展指数的先降

后增、灯光指数的先增后降。这可能与两个指数所

反映的人为干扰因素不同和数据来源精度等因素有

一定关系。2010 年后, 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的快

速建设可能造成了区内人工构筑物的增加, 进而促

进了其景观发展指数的增长。目前, 国家级海洋特别

保护区的功能分区主要包括生态保护区、适度利用

区、生态与资源恢复区、预留区、环境整治区和科

学实验区 , 其分区管控得功能定位和目标不明确 , 

不便于对人类活动进行控制。这可能影响了海洋特

别保护区对人为干扰压力的管控, 其功能分区应进

一步明确禁止和限制人类活动的区域。总之, 海洋特

别保护区作为重要的滨海湿地和海洋保护途径之一, 

在其保护管理方面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应充分

结合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改

革机遇, 通过进一步明确管理目标、优化内部功能分

区等措施, 限制海洋特别保护区内部的人口增长、经

济活动强度和人工干扰性景观, 并统筹周边区域的

保护, 提高滨海地区的保护管理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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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oastal wetland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 China has established 

many special marine reserves. In this paper, we analyzed the status quo,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pattern, and 

pressure interference of national special marine reserves in China, using GIS10.0, the unevenness indexes, the 

landscape development index, etc.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2005 to 2017 was an important construc-

tion period for national special marine reserves in China. Moreover, by 2017, 67 national special marine reserves 

had been established in China, forming a management system with national marine parks as the main body. National 

special marine reserves had been widely constructed in the coastal areas but were mainly located in Shandong, 

Zhejiang, and Liaoning. Furthermore,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special marine reserves was highly 

concentrated, with an unevenness index of 0.43. In addition, there were few special marine reserves in southern 

coastal provinces of China, resulting in a low coverage rate of special marine reserves on these coastlines. Moreover, 

the light indexes (2005-2013) and landscape development indexes (2005-2015) in and around national special ma-

rine reserves continued to increase, thereby increasing the pressure of human disturbance. Although the establish-

ment of these special marine reserves, to some extent, reduced the rate of increase of internal disturbance pressure, 

it could increase the pressure of human activities and landscape development on the edge of special marine reser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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